
全球化与不平等:概念化与解释的论题

格兰·瑟本＊

　　Abstract:The conceptual part of the paper specifies globalization into global processes , of the en-

during weight of global history , of global flows of goods and services , of capital , of people , and of infor-

mation and ideas , and , finally , of global entanglements of national and global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

tions.Together with national processes this set of processes make up an explanatory model of global out-

comes of inequality .Inequality is specified into three kinds , vital , existential , and resource inequality ,

and four basic mechanisms of inequality are identified , distanciation , exclusion , super subordination ,

and exploitation.The explanatory model is then applied to long-term developments of vit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world.The former , as measured by infant mortality and life expectancy , has decreased

substantially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
th
century , whereas income inequality has widened.Global flows of

medical knowledge seem to have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reducing vital inequality .The weight of global

history , measured by GDP per capita in 1820 and in 1900 , and national process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ppear to account for most of today' s global resource 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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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标题涉及三组基本论题 ,这些论题在社会科学家中仍然争论不休 ,更不用说在一般公民中

了。其中两组论题是概念或理论的 ,另一组既是概念的 ,也是经验的 。

首先 ,全球化是什么 ?应当如何对它进行理论概括 ?

其次 ,可以区分出什么类型的不平等 ?什么不平等是关键的 ?在不平等的产生中涉及什么样的基

本社会进程?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正在观察与经历的全球不平等的后果应当如何解释? 什么力量与进程应

当为它们负责?

这三个问题中没有一个有直接答案 ,虽然人们期望获得这样的答案。本文目标是:澄清可能的答案

及其意义 ,论证某种概念 —分析观点 ,为一种有关世界不平等产生的多面解释提供经验证据。全球化与

不平等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哲学的两个十字路口。本文作者以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的背景来处理它们。

一 、全球化是什么 ?

基本上 ,对于这个问题有三个答案 。最明显与最简单的是 ,全球化是任何你想要它存在的东西 。这

是首尾一贯的唯名论答案 。概念只是工具 ,不是本质 。然而 ,这个答案还得有两个直接保留 ,一个涉及

沟通 ,另一个涉及认知。如果你要与他人沟通 ,特异的原始定义可没有什么价值 。其次 ,新概念的使用

应当为它们对新知识的贡献而受到激励 。全球化概念最好指谓这一世界上某种新的东西 。

第二个好答案将全球化概念置于实际流行话语中 ,由此也许可以继续澄清单个的定义。从 1980年

代后期以来 ,全球化概念已经出现在至少5种类型的大量话语中。

中心的类型是经济话语 ,诉诸贸易 、投资 、生产和企业的新模式。第二个普遍类型 ,通常从第一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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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是社会—政治话语 ,着重在国家和国家管辖的社会的作用的缩小 。第三 ,全球化已作为社会批判

话语和抗议的中心出现 ,作为新的 、现存形式的敌对力量 ,作为社会正义和文化价值的惟一敌人出现了。

更具体也更有意义的是另外两种话语 。一个是文化的 ,涉及人类学和文化研究 ,将全球化视为文化流

动 、文化邂逅以及文化交织。最后 ,以全球责任的形式 ,全球化是生态话语和地球环境关注的组成部分。

这些话语都会受到其自身机制的驾驭 ,却很少或没有关注其他话语。

对于全球化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第三个答案是一个自我反身性的答案 ,它说:全球化被以不同的方式

来想象 ,但是 ,出于社会科学分析的目的 ,我认为这个答案是成果最丰富的 ,出于以下理由 。

在这一脉络里 ,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定义。作为社会理论和分析的一个概念 ,全球化应当满足三个标

准。它应当有精确的意义 ,最好不是语义学上的任意的意义 。它应当是在经验研究中有用的 ,而且它应

当有广泛的可能应用 。第三个标准意味着 ,这个概念必须是抽象的 ,不包含任何有具体内容的后验陈

述。在这些考虑的基础上 ,我想这样定义全球化会是成果丰富的 ,即认为全球化是社会现象向世界范围

扩散 、影响 、或者关联的趋势 ,或者在社会行动者中对于世界包容性的意识 。这个定义近似于全球化这

个字眼的词源。这使得这一概念成为经验变量 ,这一经验变量的出现可能会被确认 ,也可能会被否认 ,

还可能会被从原则上加以考量 。这一概念对于可能的全球化具体模式是不可知论的与广泛开放的 ,对

于全球化是好是坏的问题也先验地不承担义务。

但是全球化不只是概念。它也是分析的 ,或者更宽泛地说 ,推论的焦点或者角度。因此 ,它被用在

某些主要的世界观里 ,这可以从两个维度来加以把握。一个维度我们可以称之为维度性(dimensionali-

ty),它指的是全球化的现有内容是如何被感知为一个压倒一切的 、基本的 、首要的东西———经济的 、文

化的 、或者生态的东西———或者被感知为不可化减的 、可能互相矛盾的多面体。另一个维度可以被称为

历史性(historicity)。全球化被视为在现代人类历史上构成了基本的断裂 ,并且 ,作为其他选择 ,现行的

全球化要么被视为过去历史现象的新浪潮 ,要么被视为总在进行中的社会变迁过程的现行表现。

　　表 1　 全球化的世界观点 　

历史性
维度性

单维度 多维度

单一性 1.经济 文化断裂论者 2.社会学断裂论者

复发性 3.经济历史学家 4.社会学历史学家

　　注:这一图表受到约翰·古德索普(John Gooldthorpe)于 2000年

10月在我们有关不平等的全球进程的讨论班上发表的类

似观念的激励。

　　在这四个关于全球化的主要立场中 ,第四个立场

具有最为认知性的前景。它的历史途径导致成果丰富

的历史比较研究 ,所以也许最清晰的是从19世纪后半

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化浪潮 ,但也包括更早的

浪潮 ,从“世界宗教”的建立和美洲的征服开始以来的

进程 。现有的浪潮包括多少断裂作为一个经验问题仍

然是开放的 ,而不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 。复杂与谨慎

并不总是科学美德 ,真的 ———一叶障目 ,不见泰山 ———但是集中注意一种类型现象的全球化会丧失对于

不同的 、与之冲突的全球进程的洞察力 ,例如 ,关于资本主义 、关于文化 、关于规范性(人权)的洞察力。

全球化作为一个变量可以包括无穷数量的社会生活侧面 。它可以有不同的扩展程度 ,从仅仅多个

大陆到严格的整个星球。它可以为不同的机制所驱动 。总之 ,这一概念指的是社会过程的多元性 ,并且

这个字眼因此最好以复数来表示 ,诸全球化(globalizations)。

全球化的多维度性可以由一组关键社会变量来解释 ,我发现这些变量作为比较社会研究中系统性

范围的简化(例如 ,Therborn ,1995)很有用 ,在这一方面 ,全球化需要:

社会结构化过程 ,例如 ,劳动分工 ,权利分布 ,财富与收入的分配 ,风险与机遇随时间变化的模式。

它也可能包括文化适应的过程 、身份塑造的过程 、知识定义与分配的过程 、价值构成与规则制度化

的过程 、象征形式构成与接受的过程。

第三 ,全球化可能涉及社会行动 ,涉及单向行动或互动 、分散的个人或集体行动 ,涉及和谐或冲突。

这些全球化的机制可以被视为要么是互动的或者系统的 ,由外源或者内生塑造的行动者实施 ,或者

作为两者的混合来实施(深入了解可参见Therborn ,2000a)。

但是 ,为了理解全球化作为原因性力量的作用 ,我们最好将它具体化为一组全球或跨国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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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世界之不平等 ,至少有三个类型的此类过程似乎至关重要。一 、过去跨国家历史对行动者及其

环境的模塑;二 、贸易 、资本 、人员和信息的现行流动 ,及本土和全球行动者和机构的现行关联或重叠。

现行的全球化不是历史上惟一的 ,除非在琐碎的意义上把每一事件称为惟一的 。在迈向全球范围

与影响的趋势的意义上 ,我想我们可以区分出至少六个主要历史浪潮 ,第一个是世界宗教的扩散与跨大

陆文明的建立 ,集中在 4至 7世纪 。从此 ,所有的浪潮都在某个时候消耗殆尽 。随之而来的是或长或短

的去全球化时期 。但是一个浪潮并不紧跟另一个浪潮 ,也不从另一个浪潮里产生 ,这意味着一个浪潮的

收缩可能伴随着另一个浪潮的兴起 。

就我所见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存在循环性东西的证据 ,但是这些浪潮确实会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它们全是多维度的 ,涉及政治 —军事 、经济和文化的力量与过程 ,与此同时 ,每一浪潮还有一个支配性的

动力机制 。迄今 ,这些浪潮的兴起来自自主的行动者扩展其影响的过程 ,而不是来自系统过程的强化。

但是每个浪潮倾向于创造一种特定的全球系统性 ,它可能是一个世界宗教文化 ,一个帝国 ,一个世界市

场 ,或者一个世界冲突体系。当浪潮消退时 ,甚至当浪潮跟随着去全球化阶段时 ,这一系统性会削弱甚

至消失(Therborn ,2000a)。换句话说 ,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现在的全球化是社会历史的终点站 。

二 、什么东西的(不)平等 ? 在什么人中间 ? 如何进行 ?

没有什么时候平等是无特权人们中的自明商品。平等主义者得在个人与文化多样化面前 ,在与个

人主义 、差异 、多元性 、多元文化主义和遗传主义的回归的关系中为他们的案子辩护 。在此 ,完全道德的

论据将不被尝试 ,而后继者从一条道德公理出发 ,认为每个人有着基本相等的价值 。然而 ,如果假定这

一平等人类价值的伦理前提并且假定大量人类不同状态的经验事实 ,那么什么不平等在社会与道德上

是重要的 ?

我认为 ,对于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系从人类能力中导出的 ,涉及人类的功用与作为 ,也是从社会设

计能力中导出的 。前者已经由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 , 1992 , 2000)提出 ,作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平等主

义观点来替代功利主义 ,认为不平等涉及生活的质量 ,涉及个人存在与作为的能力。后者作为一个原则

还没有得到明确的理论化 ,但是它诉诸人的超遗传的文化能力来创造差异巨大的可行社会。①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 ,从新的能力途径里产生的结论是基本不平等的根本上的多维度性。即使全球

化被缩减为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 ,相关的(不)平等的全球进程也不能缩减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分布

或者个人或家庭收入的分布 ,无论这些东西如何重要。从森的一般论述中 ,你可以走上特定具体指标的

方向 ,像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及其人类发展指标② 中 ,或者走上起草“中心能力清单”的方向(Nuss-

baum ,2000:78-80)③,这是“生活水平”成分的替代物 。④

但是我们有时也会进入较低的抽象水平 ,呆在普遍分析理论的基础上 ,目的是得到某些比一组指标

或者一列长长的要素清单更普遍和 或更容易处理的东西。能力的不平等 ,或者用经典概念来说 ,生活

机会的不平等 ,可以被我们作为资源和环境的总和 。资源和环境是关于达到存在与作为的能力的 ,个人

有理由高度评价这一能力 。但是当资源可以个别地分配时 ,环境就标示出进路脉络和选择可能的缺乏

或者存在 。反之 ,我们可以把有关的环境再细分成生命的和存在的 ,前者涉及人类有机体的环境 ,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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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也可以从瑞典与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生活水平调查中抽取相关的 、经验上可处理的不平等清单 ,有十个组分:营养、健康和健康护
理的获得 ,就业和工作环境 ,经济资源 ,知识和教育的获得,家庭和社会关系 ,住房和邻里服务 ,休闲和文化 ,生命和财产健康, 政
治资源。

诺斯鲍姆的清单包括:生命 ,平均长度;身体健康;身体完整,免受谋杀与性或生育的犯罪侵害;感觉 、想象和思考,即 ,能够以“真
正人的方式”使用这些能力;情感 ,能够有依恋 ,有自由免于过分恐惧和心理创伤;实际理性 ,即能够形成商品概念;从属关系, 包
括自我尊重和不受羞辱的社会基础;其他物种 ,能够关注自然地生活;游戏 , 能够笑 ,玩和放松自我;控制自己的环境 ,政治的与
物质的。

人类发展指标包括生命预期 、教育成就(文化水平加中级高级教育的升学情况)和(折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购买力计算)。

在结构马克思主义里 ,阶级结构 ,及其核心的剥削概念 ,总是不平等的焦点。“设计能力”清楚地区分个人流动机会与即定地位
结构 ,是同样概念的更加政策取向的阐述 ,涉及关于可变不平等社会结构的新近的主要重述(Fischer et al., 1996)。



涉及人类存在的环境 。

简而言之 ,我因此论证在人类中存在三种类型的最为重要的不平等。

生命不平等 ,首先是生命预期和健康的所有不平等 ,但也可能涉及其他环境及其分布的生命质量。

存在不平等是社会 、道德和政治意义上的 ———可以与人类个体之间的存在差别相区别 ,在它是范畴

的与制度化的范围内 。种族主义 、性别歧视 、种姓或者阶级的社会等级结构是明显的例子 。

资源不平等涉及某一社会系统视为有价值的资源的分布 ,例如 ,土地 、骆驼 、教育 、金钱。它也包括

社会规划权利 ,无论这样的权利是血缘义务还是福利国家授予的资格 。

在关于全球收入分配的文献中 ,正存在着关于是否这一分配应当根据现行汇率或者根据国内购买

力来测量的争论 ,国内购买力由所谓购买力类推(PPS)来估计。这一论题不仅是技术性的 ,因为这两个

测量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提供了非常不同的图景 。根据汇率 ,富国与穷国的鸿沟在 20世纪最后十

年极大地加深了 。在 1960年 ,构成世界人口最富的五分之一的那些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最穷五

分之一国家的 30倍 ,在 1990年 ,是60倍 ,在 1997年是74倍(UNDP ,1999:3)。但是 ,以PPS计算 ,富国对

穷国的倍数从 1965年的 15倍下降到 1998年的 13倍(计算出自 Melchior et al., 2000:45)。出于比较户

均经济资源的大多数目的 ,国内购买力是最佳的测量指标 ,但是它的估算对于方法论疑问是开放的 ,对

于某些分析 ,例如债务负担和国际贸易与旅游的情况 ,实际汇率是更恰当的(参见Wade ,2001)。

1.什么人之间的不平等 ?

关于不平等的所有讨论都涉及特定种类的人们之间的不平等。这值得注意是因为有关的种类是可

变的 ,并且确实随着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而变化 。血缘群体 ,如家庭 、家族 、种族之间的不平等 ,和在更广

泛的职业群体 ,如种姓 、社会阶层 、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在过去引起关注 。而国家 、性别 、年龄群体 、宗教之

间的不平等和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之间的不平等则引起了现在公众的兴趣 。在几乎无限的潜在种类中 ,

只有相对少数的种类已经成为与本论题相关的了 。肤色是 ,而头发或眼睛的颜色几乎不是;种族群体的

后裔是 ,而殖民群体的后裔几乎不是 ,不同省份或城市的后裔也不是 。个人职业之间的不平等经常被认

为是重要的 ,但是出生年份之间的不平等———例如那些出生于 1940年的与那些出生于 1946年的人之

间的不平等———几乎就不重要 ,较宽的年龄群体和代际之间的不平等重要 ,而例如 29岁和 37岁之间的

不平等就不重要 。然而 ,经常使用的比较的数目已经足够大到需要相互竞争以引起注意 。

当然 ,全球化的意义在于 ,全球人类之间的不平等更加引人注目。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发展

主义才把国家间的不平等带入人们的视野。全球化的现行潮流开始把其他种类带入全球比较 ,那就是

世界妇女 、儿童 、户。

世界收入的分布不一定相同 ,如果我们将它视为国家之间的分布的话 ,例如人均GDP ,或者如果我

们观察全球户均收入的话 。国家间和国家内的发展可能差别巨大。从 1965年到 1992年国家间的不平

等显著增加 ,而国家内的不平等总体上趋于减少。前者是两者中更强的(Korzeniewics &Moran , 1997:

16)。在 1990年代 ,主要的趋势正好相反 ,人口最多的穷国 ,中国和南亚 ,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增长赶上了

一大块 ,但是国内不平等的增长是压倒性的并把世界不平等推向前去(Cornia , 2001)。

但是 ,也存在其他论题 。个人和户是社区———种族的 、宗教的 、地域的或者其他定义的 ———的组成

部分 ,而社区间的不平等是许多人们正义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虽然在国际学术和政策文献中经常被忽

略(Kanbur ,2000:825)。另一方面 ,国际注意力近来日益关注户内不平等 ,特别是男孩与女孩之间 ,男人

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 。

关注不平等 ,与关注贫困不同 ,是对整个社会如何构造的关注 ,而不仅仅是关注最不幸的后果。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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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强调,国际机构对于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本身与对不平等和社会组织作为人类环境的关注不是一回事。皮诺切特独裁统
治下的智利在许多方面是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标靶 ,而智利政府对于 1982-1984年国内经济危机的处理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毫
不令人惊奇 ,政府的政策首先偏向最富有的 10%的人。免除他们的债务达到GDP 的五个百分点。同时 ,食品补贴也帮助了最
穷的 10%的人。受损失最大的是第二与第三个 10%中的失业者和其他人(Bourguignon&Morrisson 1992)。在智利 ,不平等从 1980
年的基尼系数 53跳到 1989年的 59(Londoño &Székely , 1997)。



这样 ,前者对于落伍的他们自身的自我组织和流动 ,对于社会冲突 ,对于大规模社会变迁就更合适 ,而后

者则有着更自然的博爱取向。在平等主义者的政治中 ,更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在富人的不平等上 ,作为社

会批判的靶子。然而 ,从道德平等主义的视点看来 ,可能会认为 ,穷人的不平等是最重要的 ,即 ,是变迁

的最重要的任务 ,因为穷人的不平等倾向于把他们排除出对主流社会的完全参与。

在此范围里 ,如果你同意后者的论证 ,这就有某些分析的意义。它使得相对贫困的测量作为不平等

的测量变得特别贴切 。在国家水平上 ,现在常常根据低于国家中位值一半的收入的人口比例来测量相

对贫困 。有时 ,也选择 90%人口的中位值收入的比率来测量。虽然确实倾向于彼此有意义地相关 ,富

人的不平等和穷人的不平等可能彼此独立地变化 。拉丁美洲的异常不平等首先是最穷困的 30%人口

的不平等 ,他们的(相对)所得少于非洲或其他地方的同类人群。但是 ,特别是在某些国家 ,例如智利和

墨西哥 ,也存在最有特权的 10%人口的不平等(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1998:11 、16)。

2.不平等的形式和机制

不平等的基本问题不应当只作为对于正义和自由的伦理反思的出发点而存在。它们也提出了有关

社会组织的经验论题 。那就是 ,我们面对的是什么形式的不平等? 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我们可以称之

为价值生产的模式 ,涉及定义有价值的资源和环境 ,确定它们的世代过程。

　　表 2　 不平等的基本形式 　

边界隔膜 初步分类

单一的(垄断)
多重的(分化)

垂直的

(高级的 低级的)
水平的

(内 外)

支配 两极化
层级

排斥 边缘化
分隔

涉及价值生产的模式的关键问题包括被认为有较

高价值的成就或者所有物的数量 ,其次 ,在什么范围内

有价值的东西可以彼此转换。如果存在一个超级价

值 ,例如金钱 ,或者如果金钱和所有其他较高价值很容

易彼此转换 ,我们就获得一种形式的不平等 ,一种虚拟

的货币阶梯。如果存在两个或者更多的较高价值难以

彼此转换 ,诸如 ,彼埃尔·布迪厄(1979)在经济与文化资源之间作出的区分 ,我们获得了其他的细分的不

平等形式(参见Walzer ,1983)。

结果的不平等形式可能根据社会隔膜(social closures)的数目 ,根据这一隔膜是否基本上垂直 ,是否

将下层阶级与上层阶级隔离开 ,是否将局内人与局外人隔离开而予以细分 。后一区分当然倾向于有某

些重叠 ,局外人倾向于成为下层 ,但是并不一定如此 ,不同的着重点可以区分出来。

当支配通常意味着一种政治权力分割和一种经济资源和行动者取向的极化时 ,层级可能既是一种

组织化结构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序列 ,例如收入。

单一隔膜的典型化的排斥当然可能排斥掉许多不同类型的人参与到一个繁荣社会中去 ,或者把他

们边缘化 。公民权 ,或者说居住权 ———在给定地域中居住的合法权利 ———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排斥形

式 ,而不是公平的分隔把异类与适合的居民分隔开 。由于层级化和层级化地相互联系的世界的扩展 ,其

重要性日益增加 。

分割仍然是不平等的另一种形式 ,它主要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的。并且不必然要求任何绝对的隔

膜。文化多元主义可能通过分割起作用 ,生活风格的分化也是如此。政治认同也可以被分割 ,正如排斥

的另一种说法。

然而 ,关键问题更经常是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 ,而不是不平等看起来是什么 。社会机制是如何运作

的呢 ?为何有不平等被我们看见?

在这里我们需要考察的是那种产生特定结果分布的社会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看起来处于两极

之间 。在一极我们发现 A遥遥领先于 B ,由于A更好的先天条件 ,更多的训练 ,更幸运的开始或者是更

辛苦的努力 。不是A与 B之间的互动关系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差距 ,而 A和 或 B ,正如他们的旁观者一

样 ,可以发现其重要性。我们可以把这一极的情况称为疏离 。在另一极 ,由于 B提供给 A的价值 ,A将

这种不平等关系实施于 B。这一极的不平等是由剥削造成的 。剥削(更多讨论见 Tilly , 1998)包含一种

在高级与低级人群之间的绝对区分 ,后者为前者创造价值的原因 ,必然地是由于强者从弱者身上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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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根据某种基准 ,榨取了不公平量的价值。

在疏离与剥削之间并非仅仅是一个连续统一体。我们可以辨别出另外两种产生不平等的机制 。排

斥意味着不包括其他群体的领先和进入 。作为一种解释性的机制 ,排斥最好被看作是变化的 ,包括各种

障碍 ,如同一道闭锁的门 ,而非一个像篱笆那样被置于某些人前面的绝对的范畴 。我们也可以从一些高

高低低的对社会行动者的制度化排列中抽绎出一种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是由威压与服从造成的。

这四种机制是累积性的 ,他们形成了一个一级一级的台阶 ,通向不平等的天堂或者地狱 ,取决于你

关注的是哪一边 ,是受惩罚的一边还是受奖励的一边 。排斥可能仅仅针对那些不能进入非其所属的群

体中的人 ,他们不是那些群体的成员或公民 ,并不需要任何必要的垂直序列 。然而对其他并非仅仅是分

隔的不平等而言 ,排斥机制对某些人而言是有效率和重要的 ,排斥性和隐藏的障碍是由他们建立的 ,他

们在某种意义上领先于其他人 ,或是正处于某些对外部人有价值的事物的内部。排斥的一个普遍的方

面是边缘化那些被排斥的人 ,他们从位于中心的那些价值观那里被排挤到有价值的社会的边缘。

　表 3　 (不)平等的机制 　

不平等的 平等的

疏离:例如遥遥领先 补偿性的能力获得

排斥:进入障碍 、路障 、边缘化 包容

威压—服从:制度化等级序列 、种姓

制 、种族主义 、男性至

上主义

授权

　

　

剥削:榨取资源 再分配

被制度化的威压 —服从要求把上层与下层的人

分开 ,这必须被适当地考虑 。这并非暗示有任何必

然的按年代顺序安排的后果 。这种秩序相当地合

理 ,虽然没有威压—服从关系的排斥是可以设想的 ,

这并不是某种兜圈子的说法。服从使从某种东西那

里被排斥得以实现。剥削最终预设了疏离 、排斥和

被制度化的优越和劣等 ,并在最上面添加了从下等

人那里抽取资源的说法 。与抢劫和掠夺相反 ,剥削

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互动 。

排斥 、威压 —服从和剥削都是可及于对象的不平等机制 ,与疏离相反 ,它们直接不利于那些处于不

利地位的人。

由于平等与不平等相反 ,我们可以预想有平等和平等化的机制与那些不平等的机制相对应 。我们

可以把它们列在一起 。

对完全成熟的不平等产生理论而言 ,所形成的这些概念要求更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它们的相互

关系 、它们产生不平等的关系以及它们的形式 ,例如疏离可能与层级制或者两极化一样造成极化。但这

些任务将留给另外的论文 。在这里 ,我们将先来看看到现在为止被发展起来的这些工具是如何对这世

界的不平等做出某种解释的。

三 、全球后果:民族进程还是全球进程 ?

毫无疑问 ,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平等的。在国家的人均 GDP 、家庭收入 、性别收入 、以及不同民族 、阶

级和性别的生活预期以及不同民族 、阶级和性别的教育等方面都非常不平等。通过许多对资源 、环境和

前景的比较 ,全球的优势和劣势情况可以被排序。① 在 1990年代中期 ,世界家庭中收入最高的 10%的

购买力是世界人口中最穷的 10%的购买力的 80倍(从Wade ,2001:表 3计算得出)。我们这里没有包括

超级富翁和乞丐 ,使用的是顶段的(略大于)六亿和底段的(略大于)六亿的数据 。

然而 ,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是 ,全球产出是否是全球化进程的结果 ,全球产出并不需要全球生产。

是否并且在多大的范围内如此是一个经验问题。一种先验的看法是 ,它们可能是当地或国家进程的结

果 ,不同的资源 、能量 、技能和运气被当地或地方的行动者使用。全球不平等可以是全球规模疏离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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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德哥尔摩外的 Saltsjöbaden举行的会议上被提交。



果 ,一些地域的行动者超过了其他所有人。如果我与世界范围内的一些运动员赛跑 ,我肯定是最后一

名。但这是我自己生活经历的结果 ———我是一名学者而非运动员 ,并不是因为竞技体育的全球化 。

由于一些可以被处理的复杂性的原因 ,将所有亚国家的进程都包含在“国家” ———在被边界分割的

国家的意义上———题目下 ,许多的全球不平等都可以从全球的和国家进程的多种复合中显现出来 。我

们只列出主要的选择项:

　表 4　 主要的全球 —国家复合造成全球不平等　

1.主要是国家力量造成不平等:国内的不平等进程加上国家间的疏离———由于不平等的增长和进步 , 还包括全球平

等或不平等进程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要弱于国家的不平等的可能性。

2.全球历史和国家的不平等:通常与案例 1 中的情况相同 ,但考虑到所有存在的国家在本质上都是由超国家进程塑

造而成的。

3.主要是传递(性)的全球不平等进程 ,是关于排斥 、威压—服从 ,和 或剥削的不平等进程 ,压倒了在平等方面的国家

努力 , 或更进一步受到国家力量造成的不平等的支持。

　　这三种复合中的每一个都能够产生同样的全球不平等图景或标准。因此哪一个作为主要的解释都

有着丰富的道德和政治涵义 ,虽然这个世界十足不平等 ———无论是什么起源 ,它应对每个相信人人都应

该有美好生活机会的人以一种道德关怀 。这个论题被认识到不平等可以有不同的种类弄得更复杂 。我

们没有理由先验地假定这世界生命 、存在和资源的不平等都有着同样的动力。

1.一个解释性的框架

为了着手研究如何解释全球不平等的论题 ,我们不得不从民族国家和跨国界国民经济与社会开始 ,

将其作为生活水平的最初直接决定因素 。国家在这个意义上不仅仅是一个闭合的系统 ,而且其最初的

地位可能正被侵蚀或已经被赶上 ,这地位是一定社会范畴中人的生活水平的决定因素 。但这似乎是构

造一个因果链的最适合的基石 。公民权甚至居住权———合法居住的权利———的边界都决定性地影响了

大多数人的生活机会 。经济和非经济的社会关系被不同国界的多个经济和社会显著地类型化 。一般的

民族国家都有很大的资源配置和再分配的能力 ,直接控制着所有最发达国家 1 3到 2 3的GDP。

全球性从全球历史 、全球扩展和全球卷入三个角度影响国家对人的能力的决定 。

所有当前的民族国家和国家性的经济和社会都由外在于国家的力量和进程决定 ,包括人口的构成 ,

文化的形成 ,边界的划定和在世界中的定位。全球历史高居其上 。这就是世界体系分析和对通往现代

性的不同路径的分析的入口。然而 ,沿着一条路或另一条路 ,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 ,全球历史导致了拥

有自己政治 、经济社会 、文化财富和动力 ———包括利用它们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特定能力———的由国界限

定的社会体系。这种动力学构成了配置和再分配的国家进程。

在世界中发挥一般功能时 ,国家受两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进程的影响 。大多数直接往来是全球的 ,

或至少是跨国界的货物 、服务 、资本和人的流动 ,信息和思想的流动也不应被忘记。(对于生命的不平等

而言 ,疾病的跨国界流动 ,例如历史上的瘟疫和今天的艾滋病也许同样是重要的)这些流动有自己特有

的常规动力。无论它们的范围是什么:局域性的 、民族性的 、宗教性的或全球性的 ,它们本质上都是相同

的。贸易和金融的市场动力决定链条的迁移 ,知识的扩散。这些流动有直接的分配效果 ,例如剥削性榨

取 ,以及排斥或包容的交换 ,但它们对国民经济 、社会和国家及其再分配能力的影响也随之而来。

第二种全球进程我们可以称作全球卷入 。它指制度的重叠 、不同行动者群体的相互纠缠 ,发生在国

家与全球 、区域与全球之间。这种卷入最切实的形式是资源丰富的全球性组织的出现 ,这些全球性组织

影响国家和地方政府 、政治家以及运动 ,并与它们互动 。最有力量的全球性组织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IMF),还有联合国国际组织一族 ,其中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

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最重要的 。在富裕国家中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 ,在欧洲则是欧盟(EU)和欧洲议会 ,在全球 ,超

级强权的联盟在冷战期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可忽略 ———虽然相对边缘化 ———的是地域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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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来展示全球不平等 ———以及在世界中存在的平等 ———的生产。

国家进程
国家
经济
社会

全球卷入:国家的和全球的

全球历史
自然禀赋
文明化
现代性之路

全球(不平等)

全球流动:货物 、资本 、人力 、信息

图 1.　全球(不)平等的决定因素

这种方法旨在解决如何解释全球不平等这一令

人望而生畏的问题 ,它的下一步是在考虑可信的对

不同种类的不平等的重要性的条件下 ,先给这些解

释变量排序。为了不使其一开始就过于复杂 ,让我

们在这里先把注意力集中于生命(生活期望)和资源

(收入)的不平等上。

第三类基本的不平等即存在的不平等这一论

题 ,在 20世纪的下半叶登上了全球政治舞台 。1948

年的《联合国全球人权宣言》 、1965年的《联合国消

除各种歧视公约》和 1979年的《联合国消除各种形

式的歧视妇女的公约》至少标志着关注存在的不平等开始进入世界政治的主流。但是歧视和侵害人权

远未消除 。

2.世界史的重要性

全球历史意义重大地铸成了我们当代国家的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 ,无须一一列举 ,虽然那些最关

键的历史时刻可能需要详细说明。“自然禀赋”决不仅仅是历史的地质学研究。在世界的生产和分配中

它们的重要性已经由可利用的技术决定了。为了分析产出的分配 ,我们倾向于认为 ,“文明”作为一个大

规模的文化模式 ,宗教位于其历史核心;而通向现代性的道路①则是另一些最重要的历史变量。

显然 ,今日大多数的民族国家都将其根源追溯至各种外部的跨洋跨洲的力量:所有的美洲国家 ,几

乎所有的非洲国家和亚洲国家 ———除了几个局部例外 ,中国和日本是最具代表性的 。伴随着社会破坏

的殖民征服 ,种族的殖民性剥削———典型的代表是西属美洲的中心地带和 19 、20世纪的殖民地 ,但不包

括北美种族灭绝性的殖民地 、南美洲国家和澳大利亚 ———以及种植园奴隶制所产生的创伤性的持久影

响是不争的事实 。事实上 ,这些痕迹经常从其受益者的记忆中被抹去 ,他们的大本营在北大西洋沿岸和

东北太平洋沿岸 ,并在今日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居于支配地位 。②

其历史遗产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通向现代性的路径加以分析 ,如内生的欧洲国家(主要体现在西北欧

洲)、通过种族灭绝或殖民性被区别开的殖民者的新大陆和殖民地带以及被挑战的反现代化国家(Ther-

born ,1999)。通过这种方式 ,针对当代区域特征的比较研究得以开展 ,例如(前殖民地的和非种族灭绝

的)拉丁美洲的特殊的不平等 、南亚教育独特的精英主义 、有特色的非洲城市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裂隙以

及异乎寻常的非洲掠夺性国家 。

但是为了探求历史对当代分配模式施加的重要影响 ,我们必须更系统些。那么 ,一个入手点可能是

在考虑一些不平等的特别方面的情况下来看 20 世纪的记录 。这里我们选择生命和经济的不平等。

2000年全球产出分配越类似于 1900年 ,世界历史对其影响就越大 。

许多国家在人出生时对其寿命的预期———寿命积累数据的表格 ———并没有很多年的统计 。但是我

们有更多的对婴儿死亡率的统计———一个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的决定性的组成部分 ,虽然像一切历史数

据一样不可避免地有略微的讹漏。

20世纪婴儿死亡率及预期寿命的变化过程中 ,不平等程度下降了 。20世纪开始时 ———大多数第三

世界国家数据的匮乏和不可靠有时使十年为单位的比较成为必须 ,总共九个国家在死亡率上的全球差

异与作为西欧代表的法国相比为 0.597 ,1950年是 0.305 ,1990年是 0.180。标准差从 55.5到 21.9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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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这里涉及的相关基本机制的讨论 ,见Tilly(1998)对于绝对剥削的讨论 ,见 Patterson(1998)论及奴隶制种植园的持续性影响。
对于主要的通向现代性的历史道路的进一步讨论见Therborn , 1995:ch.1.



　　　 　表 5　 有选择的部分国家 1900-1999年

的相对婴儿死亡率

相对比率 , 以法国数据为基准 , 每年为 0

1900 1950 1999

法国 (162=)0 (52=)0 (6=)0

西班牙 52 12 1

俄罗斯 90 29 12

美国 -19 -13 1

阿根廷 22(a) 16 16

墨西哥 180(b) 44 25

埃及 53(c) 78 45

印度 83(d) 85 66

日本 64(a) 8 -2

斯里兰卡 32(e) 30 12

　　注:a.1920-1925年数据与法国 1920-1925年数据相比较;

b.1900年代数据与法国同期数据相比较;c.1920年代数

据与法国 1920年代数据相比较;d.1910年代数据与法国

同期数据相比较;e.1901-1905年数据与法国 1901-1905

年数据相比较;

相关系数:1900-1950:0.52;1900-1999:0.39;1950-

1999:0.95

资料来源:Chesnais ,(1992,表 A4.2-5;UN(2000a)

32.1。

相对运动被限制了 ,而且在刚刚过去的世纪中 ,历

史背景对婴儿的相关命运有重要意义。南部欧洲(以

西班牙为代表)和日本已经赶到了首位 ,美国失去了领

先位置 ,墨西哥比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更成功 ,虽然应该

注意到表中埃及的数字是从 1920年代开始的 ,而且很

可能 1900年的数字更高些 ,墨西哥与印度之间在世纪

初的大幅差距是不确定的 ,虽然其他时间序列上的数

字显示墨西哥在 1920年代和 1930年代的总死亡率高

于印度的同期数据。二战后的绝对下降恰恰是由于历

史的原因 。1950年的数据正确预示了 1999年数据的

90%。

当然 ,历史的重要性对于全球收入的发展也同样

是真实的 。在这些方面可敬的经济史家比人口统计史

学家做出了更多的估计。

今天 ,全球历史与我们息息相关。21世纪早期 ,

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与 1820年相同 ,北美盎格鲁地区

和西北欧领先 ,随后是南欧。日本是惟一在 20世纪下

半期加入富人俱乐部① 的新面孔 。19世纪见证了包

括阿根廷在内的作为欧洲殖民地的新大陆的壮观崛起 ,以及与欧洲在其海外分流后跳升的同时 ,甚至更

为惊人的亚洲的停滞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也是整个亚洲相对衰退的一部分 ,虽然其程度小于中国和印

度。20世纪晚期另外一些东亚成功故事也维持了它们自身自 1900年以来略好于在过去两个经典世纪

中南亚和东亚文明境地的情况。印度—克里奥尔和非洲—克里奥尔拉丁美洲也在 19世纪中失落了。

在安古斯·马迪逊英雄般的成就中我们看到 1900年前的非洲还发起过挑战 ,但是到了 1900年就不值一

提了 ,并且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这个世纪的下半叶显著地相对贫困化 。上述的编年史对待俄国共产主义

不够公正 。尽管是那场毁灭性战争的牺牲者 ,但仍有某种程度的赶超 。在 1913年俄国的人均GDP 是美

国人均GDP 的 28%,在 1973年这个数字是 36%。

　　事实上 ,国家运动在 20世纪是可能的。英国和阿根廷显著地衰落了 ,撒哈拉以南非洲 、芬兰和韩国

像日本一样崛起了。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正在反弹。目前东亚的再次崛起解释了在 1950年和 1999

年的GDP数据间相关性最弱这一事实 。但从总体上说 ,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由 18世纪和 19世纪早期

决定的全球收入型态中。1820年的数据正确地预示了 1999年情况的 67%,而通过 1900年的数据我们

可以估计到一个世纪后情况的 72%。一个西欧和欧洲新大陆殖民地在其顶端的型态。非洲和亚洲的

前殖民地地区在其底端 ,反现代化的非殖民地国家以及殖民地与殖民主义的混和体如大多数拉丁美洲

国家处于中间位置 ,但是东亚反现代化地区在 20世纪后期具有显著优势。离散度增加了 ,标准差从

1900年的 25.8增加到了 1999年的 29.3。

3.流动的力量

当然 ,历史并不是由其自身再生产出来的 。在全球分配中各国家的历史地位被超国家的流动 、卷入

以及国家进程再生产出来 。无论其根源是什么 ,有几种方式可以使最初的优势得以维持和随时间流逝

而累积。一旦一个经济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已经“起飞” ,它就可以维持一个高比率的储蓄和投资。健

康 、营养充足并且得到良好教育的父母倾向于产生同样的后代。一个良好的经济景况比糟糕的经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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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没有考虑到一些很小的阿拉伯石油国家 ,如科威特和卡塔尔以及作为贸易中心的城市国家如新加坡。



况更可能产生和维持政治的稳定 ,而政治的稳定反过来比社会动荡更可能增殖投资和生产。

　 表 6　世界 1820-1999年相对人均 GDP比率

指标:以美国每年为 100

1820 1900 1950 1999

西欧(a) 95 71 58 76

法国 95 70 55 72

西班牙 83 50 25 55

俄罗斯 58 30 30 21

土耳其 … 18(b) 14 20

拉丁美洲(c) … 32 36 23

阿根廷 … 67 52 37

巴西 52 17 17 21

墨西哥 59 28 22 25

中国 40 16 6 11

印度 41 15 6 7

印度尼西亚 48 18 9 8

日本 55 28 20 79

韩国 … 21 9 48

泰国 … 20 9 18

埃及 … 12 5 11

加纳 … 11 12 6

尼日利亚 … … 13 2

　　注:a.奥地利 、比利时 、丹麦 、芬兰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尼德

兰 、挪威和英国的算术平均值 ,也就是 20世纪中期经济

的“西欧”的定义;b.1913 ,与美国 1913年数据比较;c.阿

根廷 、巴西 、智利 、哥伦比亚 、墨西哥 、秘鲁和委内瑞拉的

算术平均值。

相关系数:1820-1990:0.96;1820-1950:0.89;1820-

1999:0.85;1900-1950:0.96;1900-1999:0.82;1950-

1999:0.77

资料来源:计算结果来源于 , 1820-1950:Maddison(1995:

表 1-3 ①);1999:世界银行(2000a:表 1)

经济地理学家早已注意到在一国内没有任何明显

自然优势的特定地域中专业化经济高度集中的现象 ,

并始终被这个问题困扰。在 20世纪晚期 ,这一思想被

一些国际经济学家提出 、发挥和具体阐释 ,并按照经济

学家的时尚 ,将其经济极化的动态进程模型化(Krug-

man ,1993;Krugman &Venables ,1995)。规模报酬递增 、

运输的成本 ,以及对特定资源依赖的减少已经以这种

方式说明了优势在一极的产生和劣势在另一极的出

现 ,即说明了排斥机制的运行 。克鲁格曼关于核心—

外围的区分可以被认为是对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Wallerstein ,1974)早期思想的一个详细说明 ,并对现

代世界体系中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对立略微给予突

出。② 世界历史的成功部分由好与坏的螺旋型因果关

系组成。

古典经济流动是贸易 、资本运动和移民 。通过更

复杂的贸易模型和近来对这三种流动的同步关注 ,这

些流动对分配的复杂而模糊的影响逐渐被认识。它也

成为了活跃的论争对象。

在现实世界中 ,国际贸易尚未达成一致 ,其排斥性

影响由自由派斯堪的纳维亚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家 ,如

威克塞尔 、赫克歇尔和俄林 ,加以理论化并可在北大西

洋地区被观察到 。而当拉丁美洲进口替代性经济的贸

易保护主义国家自大萧条到 1980年代早期趋于一致

(如在GDP 上)时 ,出口取向的东亚国家经济从1960年

到 1989 年实际上却一直处于分化状态(Rodriguez &

Rodrik ,2000:52)。开放对国际贸易与竞争的短期影响

一直被激烈争论 ,被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有力地推动着的贸易全球化亦然。在 2000年 10月斯德哥尔

摩发生的这一回合争论中 ,达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2000)卓有成效地推翻了大卫·道勒和阿特·克莱

(David Dollar &Art Kraay ,2000)的断言:1980年代“全球化中”的经济拥有的高增长率是由于它们的开

放。但另一方面 ,无需争论的是他们无法找到在国际贸易的规模与国内不平等之间的显著对应关系 ,这

意味着对于一些例子如东南亚 ,开放只有轻微的甚至没有极化效果 ,而另外一些国家 ,如晚些时候的部

分拉丁美洲国家则是另一种情况(摘自Wood ,1997;World Bank ,2000a:70-71)。

在富裕国家中世界贸易的潮流不可阻挡 。西方七国集团占了世界贸易的一半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ECD)则几乎占到 3 4。东亚和东南亚的出口增长没有什么影响 ,二者 2000 年所占的贸易份额和

1982年的数字基本相同。(即使不考虑 OECD最近的扩展 ,它也占有世界贸易量的 2 3)(OECD , 2000 ,

Annex 表 47)非石油输出国组织和非经合组织国家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有适度增长 ,从占 OECD成

员国GDP的 1962年的 1.6%上升到了 1982年的 2.4%,到了1999年则上升到了 3.4%。但是富裕国家

进口品的组成部分与古典时期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1998年高收入的OECD成员国从中低收入国家进

口的物品中 ,制造业产品占到了2 3 ,在美国则占到了 3 4(World Bank ,2000b: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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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人可能会认为 ,同样的进程隐藏在对科学和学术的关注下并导向少数的精英制度。
参考文献中没有 Maddison 1995年的文献 ,暂存疑。 ———编者



这种新的贸易型态为对全球薪金竞争的分配效应的讨论提供了论据(Wood ,1994)。隆·琼斯向我们

展示了甚至貌似合理的贸易模型对它们影响的估计也是模棱两可的 。关于这个争论的最近的结果似乎

是通过对富裕的 OECD国家进行比较 ,它们在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中存在一个显著的统计上的不平等

效应 ,但如果仅考察西欧的话这种效应就消失了 。这就是说在发达的福利国家中并不存在这种效应

(Gustafsson &Johansson ,1999)。

成功的出口对国内分配的效应在不发达国家看上去也是变化的 。虽然他对于数据的公平而宽泛的

看法看起来是非结论性的 ,但阿德里安·伍德(Wood , 1994:chs.6.2-6.4)倾向于认为在不发达国家可以

验证他的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具有平等主义效果的假说。另一方面 ,鲍诺奇·罗(Bhanoji Rao ,1999)转

向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收入和收益的不同来源进行分析 ,提供了对持久稳定的国家的 、地区内的变化的卓

越描述 ,其中还包括从 60年代后期到 90年代后期随时间变化的某些国家趋势 。①在另一些不发达的中

等收入国家 ,如墨西哥和土耳其 ,贸易开放实际促进了收入分化和收益的不平等(World Bank , 2000a:

71)。一份关于这个论题的全球分析还刚刚开始 。

在一项对大西洋地区经济的大规模历史研究中 ,凯文·奥鲁克与杰弗瑞·威廉姆森(K.O' Rourke &

J.Williamson , 1999)对货物 、资本和人力的流动一起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主要依赖的变量是 1870-

1910年的实际报酬 ,他们的主要发现是灵活性因素对大幅度集中的解释 。最重要的是欧洲往新大陆的

大规模移民降低了大西洋两岸的报酬差距。资本向斯堪的纳维亚的流动也是重要的 。贸易相对而言只

有较小的效果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什么影响。

一项重要的研究项目正在形成 ,它将把贸易以及劳动与资本的灵活性引入当前全球流动的分析中。

这些流动新近彻底改变了它们的方向 ,原有的方向是 19世纪晚期和 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对 19世纪前

半期的世界经济图景的重复。

19世纪晚期的全球化浪潮首先创造了在新兴富裕经济间相互有利的流动 。欧洲将它的大部分人

口———约 6000万 ———输出到了人口少 ,土地和资源丰富但资本匮乏的海外殖民地 。虽然在这一时期也

有其他移民潮 ,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向东南亚的扩散 ,但是欧洲向美洲的移民远比这些重要 。世界领

先的投资者 ———英国的资本也主要向这同一方向流动 ,而法国和德国的资本首先流向了东欧。主要的

贸易型态是工业性的农业和采矿业 ,工业欧洲出口制成品 ,并从新大陆和东欧进口食品和工业原材料 ,

帝国殖民地及其内部流动在这个型态中是边缘性的(摘自Hobsbawn ,1987:73-74)。

一战成功地造就了 20年的反全球化 ,贸易 、移民和资本的灵活性全部降低了 ,二战的效果也是如

此。二战后对全球经济的逐步重建发生在一些新形势下:苏联作为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崛起 ,领导着社会

主义阵营 ,日本完全进入了发达国家经济圈 ,西欧处于风口浪尖 ,以及世界范围的去殖民化。然而基本

上1914年以前的西欧和欧洲新大陆殖民地经济的连结即资本(现在主要是从美国流向西欧)、人口和贸

易的流动 ,在一个相对低的整合程度上被重新建立 。

这种流动型态的第一个主要变化是 ,从 1960年代早期开始 ,欧洲从一个向外移民的大陆转变为一

个流入移民的大陆。土耳其 、北非和南亚(向英国)是主要的移民提供者 ,在 1990 年代则是东欧。在

1980年代 ,向美国的移民重新开始 ,但这次不再是从欧洲输出。拉丁美洲从移民的目的地变为了移民

的来源。种族歧视在北美被抛弃 ,稍后 ,在 1970年代 ,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向重要的亚洲移民开放 。简

而言之 ,经典的北大西洋移民流被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流所代替 ,虽然比例较前者为小。这种

新的移民型态将对全球平等化产生影响 ,新的向波斯湾中心地区的移民以及南部非洲 、东南亚和西非的

地区移民输出体系也是如此 ,即使其规模较小 。到现在为止 ,有关这些效应的成体系的知识还很少 。涉

及的数字有时是真实的。在 1990年代 ,8%的墨西哥出生人口居住在美国 ,大约 10%的菲律宾人在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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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台湾的情况 ,现在部分地可以与卢森堡的收入调查结果相比。它的数据显示其不平等程度在 1981年到 1995年间只有轻微的增
加。基尼系数从 26.7上升到 27.7 ,这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处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欧国家间的数字 ,或者换一种说法 ,非常接
近撒切尔夫人上台前英国的情况。(LIS 国际数据库)



生活 。在加勒比海上的小国中 ,10%-15%的人口是外来散居者(Binational Study on Migration ,1998;Cas-

tles ,2000;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igration ,2000)。

北美和欧洲之间的资本流动仍然是压倒性的 ,从占所有外国直接投资的 3 5上升到了 2 3。但是在

20世纪最后十年外国直接投资的飙升也许是一个对原有型态修正的开始 ,一个更真实的部分流向了发

展中国家 。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中国作为外资的吸引者出现 ,在 1990年吸收了全球流入资本的 1.8%,

在1998年这个数字是 7%。拉丁美洲重新成为了外资的吸引者 ,在世界资本流动中占据的份额从 4.

2%上升到了11%(World Bank ,2000a:21;UNCTAD ,1999:图 2和表6)。在什么程度上1997-1998年亚洲

金融危机停止了这一趋势尚有待观察 ,但是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 。危机的阴云在 1999年仍未消

散 ,东亚和东南亚分享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旺盛增长降低到了世界总量的 11%(4%流向中国),拉丁

美洲的情况也从 1996年的占全球近 1 4(23%),降低到接近这个数字 。在绝对量上 ,1999年向发展中国

家直接投资的净流量是 1985-1995年平均量的 5倍 ,从大约 300亿美元增加到 1500亿美元 。在另一种

量上 ,外国直接投资从占这些国家总固定资本构成的 5%上升到 11%(UNCTAD ,2000)。

虽然资本流向的局部变化可能对资本流入国产生短期的内部极化效应 ,但是它对不发达国家经济

增长的影响有望减少世界不平等的程度 。

另一方面 ,短期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遍地开花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推动下 ,引

起了新的金融不稳定 ,继而引发的金融危机通常导致贫困和不平等的增加 。东亚 1997-1998年的金融

危机使 1000万人堕入极端贫困(World Bank ,2000:23;进一步讨论见 Cornia , 2001:32ff)。墨西哥 1994-

1995年和 1980年代早期的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影响类似。拉丁美洲在 1980年代 、非洲在 1980和 1990年

代发生的由于巨额外债———以及要支付的利息———所导致的危机 ,对不平等程度的增加有显著影响。

对跨国界知识的流动研究就少得多 ,虽然约翰·迈耶尔(JohnMeyer , 2000)及其合作者团体已经研究

了组织和制度观念的扩散 ,如向全球性联系起来的社会中的行动者提供社会的“范本” 。这种教育 、教育

体系和课程的传播已经通过这个角度被观察(Meyer et al., 1992)。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 ,大众文化水平

在20世纪后半期的提高就是这种情况的一部分 ,并且对人类能力的更平等分配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理

所当然的是 ,在大量实际情况中如在共产主义中国和独立的前殖民地 ,这主要是一种国家行为 。

更特殊的是医学知识的全球流动 ,它已经开始 ,但仍然需要面对大量由于所有权和研究资源不平衡

而产生的障碍。然而 ,主要是医学知识流动对死亡风险和预期寿命产生的作用使其较之收入在全球范

围内得到了更平均的分配 。喷雾(如消灭疟蚊)、疫苗 、青霉素和其他抗生素治疗 ,以及卫生设施与卫生

学在控制传染病中的作用 ,这些知识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对死亡率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

一个关键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有力的例子是锡兰(今天的斯里兰卡),它战后的消灭疟

疾运动十分重要 。而且这样的例子不只一个 。1945年 ,其自然死亡率为21.5(‰),与 1939年几乎一样。

到了 1947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降到了 14。1950年是 12.4而在 1950年代后期则低于了 10。印度的

情况也如此 ,1930-1945年 ,在 21与 25之间震荡 , 1949-1950年 ,降到 16。香港在 1939年的死亡率是

30 ,到 1946年则为11(Chesnais ,1992:表A3.11)。同样的变化发生在东亚。非洲则缺乏可靠的人口统计

历史数据 。看起来最可靠的数据是突尼斯和埃及的 ,死亡率从二战期间的 27-28降低到了 1960年代

的18-19(Allman ,1978:12;World Bank ,1978:表 15)。① 在东非 20世纪的死亡率统计始于 50年代 ,肯尼

亚1962年的数字相当低。比属刚果在 1955-1957年的数字大概是 26 ,象牙海岸则为 29。但西非和中

非的死亡率在独立前夕趋向于超过 30‰(Coale &Lorimer ,1968:表 4.2;World Bank ,1978:表15)。

部分加勒比海国家 ,如古巴和牙买加 ,死亡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开始下降 ,但统计报告显示的

精确数据不足为信。例如古巴在 1930年的死亡率低于除荷兰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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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snais ,1992:表 A3.4和A3.9)。也许更具代表性的是墨西哥的情况 ,在二战期间死亡率在 22左右 ,

而到了1950-1953年降低到了 15-16。

总之 ,在产生最为重要的世界平等化进程方面 ,医学知识的传播扮演了重要角色 ,如果不是独角戏

的话 。(避孕用具的传播可能是另一个重要的例子 ,对世界人均生活机会的分配也有重要意义 。或者是

在1960年代绿色革命中出现的高产农作物 ,这对南亚比对其他地区更为重要)1900年新生儿预期寿命

在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差距是 24年 ,这意味着法国人的寿命是印度人的两倍。上世纪中期医学知识有效

地传播到亚洲前 ,这差距继续扩大 ,大约是 34年 。到了 20世纪末 ,已经减少到了 15-16年(Mari Bhat ,

1989:92;World Bank ,2000:表 2)。从 1960年到 1997年 ,预期寿命在所有所谓的发展中国家中从 46岁上

升到了62岁 ,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差距从 24年减少到了 12年 。预期寿命成为了少数发生在独立非

洲的长期成功事例之一。1960年到 1998年间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预期寿命从 40岁上升到了 50岁 。但

是与富裕国家间 28年的差距仍未缩小(UNDP ,1999)。

对于世界人口总体而言 ,新生儿预期寿命在 1962年到1997年间从 55岁上升到了 66.6岁 。以基尼

系数 ———一种通常用来衡量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标准 ,范围在最平等国家的 0.2 到最不平等国家的 0.6

之间 ———来衡量世界不同国家间预期寿命的不平等程度 ,这一数字从 0.24下降到了 0.11 。① 从平等主

义观点出发 ,这种生命的平等化是惊人的 ,并且是全球发展的重要积极信号 。应该考虑到 1990年代的

反向转变 ,在共产主义之后的东欧特别是前苏联地区和巴尔干地区 ,在饱受艾滋病侵袭的非洲特别是它

的南部 。男性俄罗斯人的新生预期寿命在 1991年到 1994年间从 64岁减少到了 58岁 ,在 1997年重新

上升到了 61岁(Cornia &Panicciá ,2000:6;McKee , 2001:28)。迄今为止 ,这些最新的发展并未停止 ,只是

减缓了 ,全球预期寿命的不平等程度降低了。

非洲在上一个十年中的经历也许预示着在知识流动方面的一个更糟糕的转变。虽然传统经济流动

可能变得倾向于减少不平等 ,但知识的流动效果可能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变 。这正被一种新的而且依

然神秘的疾病的传播所显示 ,艾滋病的传播已经严重打击了南部和东南部非洲。虽然有切实的国际援

助努力与其斗争 ,但仍然没有非洲病人能够负担得起的药物出现 。艾滋病毒在一些非洲国家造成了悲

惨的后果 。在过去的十年中 ,新生儿预期寿命在博茨瓦纳减少了 21(!)年 ,在肯尼亚减少了 8年 ,在莫

桑比克减少了 2年 ,在坦桑尼亚减少了 5年 ,在赞比亚减少了 10年 ,在津巴布韦减少了 12 年(World

Bank ,1990:表 1;World Bank ,2000a:表 2)。这意味着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一个整体 ,与富裕国家之间的

差距再次被拉大 ,从 1980年代晚期的 25年扩大到了1990年代的 28年 。

艾滋病问题使制药工业的权力和定价问题引人注目 ,更一般的问题是美国税务国际协议在关于知

识产权的贸易相关方面的“错误” 。发达国家的大制药公司正在努力避免不发达国家的政府和公司 ———

例如印度 、南非和巴西———来向 HIV的感染者提供可负担的有效药物 。南非和巴西在 2001年上半年的

战斗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错误和专利权仍然是药物和农业知识流动的关键问题 。

科学知识的生产中心在世界的富裕地区 ,特别是美国。1946年到 2000年间在科学和经济学方面获

得诺贝尔奖的 371位人士中 ,218名(59%)是在美国的机构中工作 , 139名(37%)是在西欧的机构中工

作。美国的优势近些年来在上升。在 1994到 2000年间获奖的 61人中有 45人来自美国 , 13人来自西

欧(另外三人是一名加拿大的物理学家 ,一名俄罗斯的物理学家和一名日本的化学家)。这些中心也为

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学生提供了更高水平的教育 ,这有利于后者 ,在被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学者回国的

情况下。有多少人回国了 ,有多少最优秀的人被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机构与企业选中留下了 ,对于这一点

我们只有支离破碎的了解 。但是穷国严重智力外流的风险在最近的世界移民报告中被提了出来 ,报告

指出大约 23000名学术人才正离开非洲(International Office of Migration ,2000)。

在制度化机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债权人力量卷入 ———以及美国政府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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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播可能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说明来解释近来国家内部的经济不

平等 。在吉奥瓦尼·安德烈·柯尼亚(G.A.Cornia , 2001:36-37)的文章中 ,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世界银行采纳的政策改革表现出显著的反平等化效应 ,而这是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

的“华盛顿多数意见”所推动的 。

4.全球卷入的力量

二战后民族国家的激增伴随着形式上的国家统治日益卷入错综复杂的国际网络变化中。一些是地

区性的制度 ,如欧盟;一些是非正式的地区性联系 ,如地区危机的蔓延 ,1997-1998年东南亚的危机是最

近的主要例子。一些是特定的 ,如富国俱乐部 OECD ,另一些是全球性的 ,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构成了全

球性卷入 ,如冷战时的超级大国阵营 ,或重要的和资源丰富的全球国家间的运营组织 ,如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世界银行 、联合国组织以及相似的非政府组织 ,如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PPF)。

国家统治的相互联系和外在于国家的依赖导致了卷入 。作为一条规则 ,如果不是复杂的原理的话 ,

依赖是非常不均衡的 ,但是它将会是一个道德 —政治的和分析性的错误 ,如果忘记了国家政府和它的责

任的话 ,即使与强大的外在力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相关时也是如此 。甚至外债在决定借贷和

使用方式或浪费方式上也是源于国家的 。

全球卷入和全球网络规范着贸易 、资本和人口的流动 ,通过超国家的公司 ,并且 ,比如 ,沿着前殖民

地的线路(摘自 Kritz et al.,1992)。全球流动的固定化 、“全球性城市”的地方联系 、散居者的共同体或移

民聚居区都产生连带地方性的全球性卷入 ,产生地方不平等进程 。但是这里我要指出另一些特殊机制 ,

有三个看起来尤为重要。

全球性(或国际性)的国家议程框架是其中之一。一项全球性资源的标准朝向对国家情况的审视性

关注 ,并且将此带入国家议程中 ,通过它的特殊渠道进入国家政策制定进程。经济合作组织(OECD)已

经用这个程序来推进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公共服务的竞争性管理和降低税率。联合国全球机构通

过对其促进性和平等主义目标的发扬 ,制定关于如水与卫生设施 、疫苗 、营养 、女童教育和逐步减少贫困

的分配目标 。这些努力经常失败 ,但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尝试常常涉及超国家的资源配置和对民族国家

的压力 。连带制定目标的关注通常旨在减少不平等分配 ,虽然在大体上当然可能向一切其他这类机制

一样 ,以另一种方式实施 。

制度模式化是第二种机制 。设计和规定一定特殊性的国家制度。在最近一段时期 ,全球模式化采

用两种主要形式 ,并有一种与分配取向相反的趋势。旨在推动世界的自由化 、摆脱规则 、私有化和边界

开放 。拆除对企业和市场的壁垒是其主要目标(对其影响的一系列批判性考察见Cornia ,1999)。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以及在他们背后的美国政府(摘自Wade ,2000)是主要的驱动力。

另一种变量产生于联合国组织 ,关注的是拆除针对个人的障碍 ,消除社会排斥和减少等级制。一般

而言是人权运动 ,更专门的是帮助弱势和受歧视群体如妇女 、儿童 、少数种族和移民工人对抗强势的社

会范畴。联合国大会和联合国公约已经成为了重要的手段 。最近的性别平等和赋予贫困者权利也已经

被列入了世界银行的议程(World Bank ,2000a:PartⅢ)。

第三种是具体的政策规定 。从一个大的范围来说它已经在 1980年代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非洲

和拉丁美洲所制定的“政策结构调整”中被发展和实行了。它又进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针对 1997-

1998年发生的从泰国到韩国的东亚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但是有比这更为重要和有影响力的政

策规定。最重要的是控制出生率政策 ,从1960年代早期开始由世界银行 、美国 、欧洲新教政府和重要的

非政府组织如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在国际上推行 。在布加勒斯特 1974年和墨西哥 1984年两届人口大

会之间的十年内 ,这项政策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接受。

议程框架 、制度模式化和政策规定通过切实有力的形式得到了运作:通过被邀请或强加的顾问 ,通

过经济激励和援助 ,以及通过对信用优先取舍权的认可 、成员资格限定和公开批评。其净分配影响难以

估计。联合国目标制定和人口政策显然具有平等化效应 ,即使这些目标时常无法达到 。妇女是这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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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中的胜利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的直接影响 ,包括最新一次在亚洲的影响 ,通常是递减的(Cor-

nia ,2001),而它们的中期增长效应是难以确定的甚至是负面的(Przeworski &Vreeland , 2000;Easterly ,

2001)。近来有力量的国际组织增加了对分配的关注 ,但是最近世界银行两位关注这方面最突出的人士

约瑟夫·斯蒂格里茨和拉维·坎博的辞职 ,揭示了其界限 。

直接的官方援助已经有了实质举动 ,至少对几个穷国的短期效果是如此。在 1990年总计占撒哈拉

以南非洲GNP的 10%。到了 1998年已经降到了 4%,而对全世界的低收入国家而言 ,外国援助仅占它

们国家收入的 1%。然而 ,对个别几个国家而言 ,这个数字仍然是有重要价值的:1998年尼加拉瓜和莫

桑比克 GNP的 28%,马拉维的 1 4 ,厄立特里亚和蒙古的 1 5 ,坦桑尼亚的 1 8 ,海地和塞内加尔的 1 10

(World Bank ,2000a:表 21)。

5.国家的反弹和分歧

如上所述 ,不平等的机制根本不需要是全球性的 ,虽然我们可以将其影响看作一种全球效果 ,看作

不平等的世界型态。这与国家机制 、国家资源因素和对它们的利用和发展 、国家制度 、国家力量关系以

及国家决策和战略有关。这里没有全球性因果联系 ,虽然结果也是一种全球性分配 ,通过也是一套国家

分配型态的疏离机制 。在迄今为止的国家间互动中 ,另一些国家构成了一个舞台 ,以机会结构的形式 ,

每个行动的国家可以用各种机遇和技能为其自身谋利 。这些国家机制从通常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和

讨论中得到了某些暗示 ,并形成了解释世界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部分 。

在家庭调查基础上对全球个人不平等的初步研究中 ,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Milanovic , 1999)得出

结论 ,通过对泰勒指数的分解 ,认为 75%的世界不平等(在个人间)取决于他们生活在什么国家 ,并且通

过对基尼系数的分解 ,认为 88%的世界不平等是个人之间的 。事实上从民族国家视角出发 ,这个数字

是一个重要的夸大 ,因为许多大国 ———如中国 、印度 、印尼 、孟加拉国 、埃及———已经预先划分成了城市

与乡村 ,出于其他目的这也许是富有成效的。

在世界最不平等的港口国家社会里 ,公民之间的不平等几乎与全世界的经济不平等程度相同 。米

拉诺维奇(1999)计算的 1993年世界不平等基尼系数为 0.66。在巴西 ,1998年 ,相应的数值是 0.60(Paes

de Barros et al.,2000)。种族隔离结束后的南非以及一些小国家如中非共和国 、危地马拉 、巴拿马和巴拉

圭有着相同的分配 ,它们国内的不平等程度几乎与全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程度相同(World Bank ,2000a:

表5;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98:16)。

当然 ,一方面在世界流动之间存在许多接触面 ,另一方面则是国家政治 、经济以及社会文化进程。

让我们举出几例 。全球流动可能与之互动并影响到:

国家经济的运转和它的分配机制;

国家促进或反对不平等行动的能力;

国家行动者的渴望和选择的特权。

全球分配机制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影响可以通过影响国家制度的再分配来发挥。虽然这是一种严肃

的可能性 ,但是它已经倾向从在脆弱基础上的争论向一种放大了的被建立的事实转变。

考虑到那些对再分配严重关注的国家 ,在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瓦解后主要是那些西欧福利国家 ,有充

足的理由不把这种国家再分配能力的下降看作是经济开放的普遍和必然的结果 。另一个是事实上的显

著的正相关 ,在向世界市场的经济开放与一般政府开支或公共社会开支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之间 。前

者在 1980年代世界中可被看到 ,后者则是 1990年代的 OECD(ILO , 1997:78-79)。在老的 OECD国家

中 ,1990-1997年在GDP 出口规模与社会迁移之间的相关度是 0.26 ,然而它与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

之间是负相关 , r=-0.34(在可支配收入方面的卢森堡收入研究数据)。至少对 OECD 国家而言 ,原因

是从一些国内平等主义和国际贸易资产的幸运复合中产生的积极加速起点 。后者的成功在于使不同阶

级间的互利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工人对生产力做出承诺 ,雇主接受税收和高薪。

另一个没有非常有力证据的没有压倒民族国家的原因是 ,在近年来的全球化浪潮之前 ,OECD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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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高的增长 ,这可以通过公共开支的份额增长来衡量 。

　表 7　 1960-1998年政府增长与外贸增长

政府总支出和出口在 GDP中所占比例.

1960-1999年的增长.百分数从 1960 年开始

支出 出口

OECD EU15 OECD EU15

1974 6.5 8.4 4.7 6.6

1987 12.9 16.7 4.7 7.2

1999 13.1 18.5 10.6 14.0

　　资料来源:OECD(1999:表 6.5和 6.12);OECD(2000)

无论对公共开支还是对公共收入的衡量 ,世界上

最富裕国家的公共部门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 。对西欧

的OECD国家 、北美 、日本和大洋洲而言 ,政府总费用

的国家平均值在 1960年占 GDP 的 25%,在上世纪末

的1999年 ,公共支出已经增长到了 47%。对西方七国

而言 , 公共费用从占他们总 GDP 的 28%上升到了

37%。事实上 ,两种情形的支出份额 ,在 1990年代早

期的不景气年份中高于十年繁荣期结束时几个百分

点 ,但是这应该被阐述为主要是一种共振 。根据政府

收入 , 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带来收入最多的十年 。对 OECD总体 ,这意味着GDP 的 37%流入了公众的

保险箱 ,对欧盟而言则是 44 45%(OECD ,1999:表 6.5和 6.6;OECD ,2000:附表 28)。

对OECD总体和欧盟 15国而言 ,20世纪的最后 40年 ,政府的扩张快于对外贸易 ,这样一种关系在

全球化话语中通常被忽略 。1990年代对外贸依赖的较快速增长 ,尚未超过自 1960或 1974年以来 OECD

与欧盟国家的更高的积累增长 。事实上日本在 1960至 1973年期间比在 1990年代更为依赖于出口。

从历史上讲 ,现有最发达国家的政府配置有更好的金融 、行政能力和政策专家资源 。① 事实上 ,全

球金融市场新的变动性意味着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的一般增长 ,对个人投资者和政府都是如

此。然而 ,如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其他近期的危机所表现出的那样 ,公众在处理这类危机上

的能力比 1929-1931年有了很大的提高 。

国家政策 、制度和国家分配标准在分配上的重要性已经在最近得到了英国专家安东尼·阿特金森

(A.Atkinson , 1999a ,1999b)具有说服力的强调 。他的最生动的例子是美国和加拿大从 1977年到 1998

年20多年来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两条对比的轨迹 。美国的分配在 1980年代是相当不平等的 ,特别是

前半期 ,在 1990年代则是更高但是无倾向性的不平等;但其加拿大邻居则保持了一个基本稳固的更平

等的分配 ,虽然有小的摆动。后者在1980年代则倾向于一定的下降(更平等)(Atkinson ,1999a:4)。

如果我们关注贫弱的国家即那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话 ,自然这幅图景就不同

了。跨国的危机和强加的“结构调整”政策有一个很强的负面分配效应 。但是证据是这些危机 、随后导

向的外在依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卷入和随后造成的更多不平等的危机政策而不是实质上的全球贸

易和资本流动的增加(摘自Atkinson , 1999a:section3.3)。另一方面 ,共产主义古巴的幸存 ,独具特色的

伊朗革命和马来西亚在最近的东南亚危机中的成功自主都是相对贫穷国家地区持续反弹的例子。

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对全球经济分配具有相当可观的影响 。从 1991到 1999年 ,非洲人均GDP

(以购买力衡量)降低了 6%。如果这个大洲拥有南亚的人口统计记录 ,而保持它自身适度的经济增长 ,

人均收入将上升 2%。如果中国的人口政策和非洲的经济增长率结合起来 ,人均收入将上升 9%(计算

源于 UN ,2000a:表A1)。

四 、结　论

与全球化和全球进程一样 ,不平等是多重的。它们也有不同的轨迹。直到最近 ,在非洲艾滋病肆虐

和东欧后共产主义的创伤的情况下 ,最基本的人类生存能力在 20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

等化进步 。全球的生命不平等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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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对 1969-1973年和 1986-1990年从不发达国家进口制造业产品对发达国家失业率上升影响的模型化中 ,阿德里安·伍德
(Wood , 1994:314ff)得出了相当良好的吻合(R2=0.60),在一个互动模型中 ,进口增加对失业率的影响可以通过工资的完全弹性
或有力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消除。



总体上说 ,在世界中存在的不平等的增长是在 19世纪和 20世纪早期 ,伴随着欧洲帝国主义和殖民

主义以及大西洋社会达尔文主义 ,尽管奴隶贸易被禁止了 ,后来奴隶制也被废除了。纳粹的失败经历推

动了在 20世纪后半期向存在的平等的进步 ,美国最高法院 、去殖民化和殖民后的联合国组织又对此有

进一步的支持。

另一方面 ,用国家间人均GNP 来衡量的经济不平等在过去的 200年中几乎持续增长。虽然以购买

力(PPS)衡量 ,国家间非平等化进程在 20世纪的最后 30年停止了 ,但还是稍微倾向于较低水平的不平

等。而国家则相反 ,在北大西洋地区自大萧条到 1950年来存在着一股平等化浪潮 ,而另一浪潮则发生

在1960年代直到 1975-1980年间 ,随后 ,朝着更加不平等的方向产生了一种全国性的不均衡和非普遍

性的倾向 。

这个世界的不平等由许多不同的进程产生。我们已经区分出四种基本的不平等机制:疏离 、排斥 、

威压 服从和剥削。进一步 ,我们试图分开全球和次全球或国家力量 ,在平等和不平等的方向上详细阐

明全球历史的意义和全球货物 、服务 、资本人力 、信息和思想流动的力量。第三点我们讨论的是国家平

等和不平等机制及其与全球流动的接触面 ,以及最后是对全球国家 、全球制度和组织的卷入的讨论 。

从这些复杂解释中得出的结论只是非常初步的。到现在为止这种因果模型只是口头的 ,一种用社

会复杂性来加重的学生负担 ,如同大多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做的那样 。但是一些大致相关的权衡

似乎是可能的。这样 ,并附带着必要的说明 ,似乎全球历史和当前国家进程是当下不平等的全球结果的

最有力的制造者 。这些世界中的不平等既是国家的 ,也是全球的 。最近的全球流动 ,只有一两种是在主

流全球化过程中占据了引人注目的位置 ,显然次于历史形成和国家制度和进程的重要性 ,即使信息和思

想的流动在传统的讨论中被严重低估。

令人吃惊的是一些国家社会 ,即使是像危地马拉或巴拿马这样的小国 ,在像巴西这样的大国旁边 ,

这些海港几乎有与全世界相同的不平等程度 。(这也是真实的 ,即富国和穷国的国籍 ,换句话说就是国

家间的不平等说明了全球不平等的大小)国籍是全球不平等的重要制度。

从16世纪起西欧对美洲 、非洲和亚洲的剥削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段历史到底对当前世界的不

平等有多大意义仍不清晰并备受争议。尽管如此 ,这似乎仍是一份长期的遗产。帝国主义剥削后来产

生了后帝国的 、国家的不平等机制 。掠夺留下了长期烙印 ,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掠夺者和被掠夺者的

定位 。

超领土流动的力量与包容的方式一样可以导致不均匀的排斥。发展得最完善的关于流动的国际贸

易理论 ,正在从 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包容性的推断产生的所谓的赫克歇尔·俄林定理转向一种不

可知论的不确定性论调。而贸易的地理学理论提供了排斥动力学的正式模型。从历史上看 ,跨国移民

是包容性平等主义的主要机制 ,但是对今日 ,何以一般移民率较低 ———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 ,而高技术

移民率较高 ,我们似乎仍然了解不足。

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流动倾向于产生一个包容的 、赋予权利的影响 。间接地 ,行动者的渴望已经向更

加平等 、破坏地方和传统的顺从以及坚持自我的方向变化。更直接的是 ,医学和卫生学知识在世界范围

内的传播 ,从1900年左右开始 ,在 1945年加速 ,已经非常重要地对减少世界生命不平等产生了实质性

的作用。新农业知识的绿色革命也对减少不发达国家乡村和东南亚的贫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

现在信息的流动正受到专利权的威胁。

可是思想可以有很多种 ,并得到了相当有说服力和经验性的讨论(Cornia , 2000),新自由主义的“华

盛顿多数意见”已经在一个世纪最后的四分之一里显著地产生了向世界更加不平等转变的作用 ,通过其

一般的意识形态也通过国际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力量 ,还通过与弱小民族国家的牵连。

但是上面的分析也发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民族国家的反弹 ,即使是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 。面对

着巨大的南方邻国并处身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的强化的框架内 ,加拿大坚持独立 、清楚的更

加平等主义的道路 ,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另一个例子是 ,在 1990年代芬兰设法保持着世界上最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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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可支配收入分配 ,而不顾伴随着突然而至的两位数失业率的严重萧条(Atkinson , 1999b:20)。芬

兰的情况没有因为这一事实变得更糟:就在这同一个国家和同一个十年内产生了世界移动电话的领先

生产商诺基亚(Nokia),虽然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不平等。

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历史性的世纪:在 19世纪开始上升 ,从帝国王朝末期起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二战后巨大的去殖民化浪潮中激增 ,并从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的破灭中进一步增加了

它的力量 ,并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而得到加强 ,主要在西欧 ,但在某种程度上席卷所有富裕国家。

现在 ,正在兴起的全球化浪潮尚未结束民族国家的时代 ,与许多怀旧和必胜的断言相反。新的世纪也许

会目睹民族国家被削弱 ,但是现在尚未发生 ,除了在后共产主义的东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第

三世界的涉入对象在现时期总是羸弱 、贫困和对外依赖的。

不平等是重要的 ,严肃地对待它意味着认识它不是简单的。不平等已经成为一个全球论题 ,对它进

行学术探求就必须充分进入全球世界彻底的复杂性中 ,这是一个像现在已被制造出的世界一样的被历

史地塑造出的世界。

(覃方明　王　楠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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